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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戏剧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赵 洋◎

【内容提要】 社会戏剧理论是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特

点在于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在社

会戏剧理论看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行为都是有目的

的，是希望他者看见的行为，是希望自己在他者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这实际上是一种印象管理行为。从这种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的行为也是有目的的社会表演，是国家对于他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印

象管理行为。在社会表演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叙述来建构出相应的剧本，

并且根据这些剧本来采取行动。但剧本又是一个主体间性的因素，因为它

为一个行为体所描述的身份最终取决于他者的承认。从社会戏剧理论的角

度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各种表演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向其他国家展现

各种身份，并努力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

【关键词】 社会表演 实践 剧本 国家身份 承认

社
会戏剧理论是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通过借鉴符号互

动论等相关理论，将人们的日常行为看作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

的行为。互动中的一方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来获得另一方的承认，从

而使另一方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因此，这主要是一种关注微观社会

互动过程的理论。当前，有不少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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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重点关注社会实践、国家身份或角色、国家承认等问题，类似于建

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当然，由于这种理论过于强调行为当中

的表演性质，使它受到一些批评，如认为它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真实和真诚

的一面。

不过，社会戏剧理论也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通

过它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份和行为、语言和行为以及自我和他者的行为

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将语言和行为结合起来研究的理论，因此超

越了部分国际关系研究单纯关注符号互动或单纯关注语言交往的不足。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社会戏剧理论带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在文章结构上，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社会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它受到的部分质疑; 第二部分分析当前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

情况，特别是它推动了人们对于国家的实践行为的理解; 第三部分主要关

注这一研究对于塑造国家身份的意义，同时指出根据社会戏剧理论，身份

只有在获得他者承认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一 欧文·戈夫曼与社会戏剧理论

社会戏剧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 Erving Goffman) ，他将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看作是一种 “表

演”，也就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各种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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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①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都是社会表演，也就是说都

是有目的的行为。在戈夫曼看来，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表演的舞台，社会

当中的全体成员则都是在这个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演员。这些演员在社会互

动的过程当中传递各种符号、通过各种语言和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

图，将自己希望他者看到的形象传递给他者。根据这一理论。在社会互动

过程中，一方总是想控制对方的行为，使对方通过对自己的行为的理解，

做出符合自己计划中的行为反应。②

对于戈夫曼而言，表演就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

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个体在舞台上的表演需

要有个人前台，即个体在表演期间所使用的，并且能使观众同表演者产生

内在认同的表达性装备。个人前台包括外表 ( appearance ) 和举止

( manner) ，前者告诉观众表演者的社会身份，后者则告诉观众表演者希

望在互动情境中扮演怎样的角色。③ 这种理论类似于哈贝马斯 ( Jurgen

Habermas) 所说的戏剧行为，也就是将社会互动看成是一场 “遭遇”

( encounter)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变成了透明的，他们在观众面前相

互展示或表演。这种表演的目的在于行为体在观众面前通过一定的方式将

自己展现出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观众的关注和接受。④ 在社会戏剧

理论中，交往行为必须考虑到观众的因素。实际上，观众的态度和立场是

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交往行为的成功与否。

对于戈夫曼来说，进行社会表演的既可以是个体的社会成员，也

可以是一组人或个体，也就是剧班。所谓剧班，就是在表演同一常规

程序时相互协同配合的任何一组人。⑤ 为了使社会表演能够更加符合先

前设计好的剧本的要求，也为了使观众能够更好地接受表演，组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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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 70 页。



社会戏剧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班的各个表演者之间的行为必须相互协调和相互一致。事实上，处于

同一个剧班的个体表演者之间处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当中，而这种

关系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当剧班正在进行表演时，任何成员都有出

于不恰当的举动而泄露或者破坏表演的能力; 第二，剧班中的演员都

要了解到他们在上演着同一幕戏剧，而且他们都了解舞台演出技巧的

秘密，都是 “知情人”。① 很显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就构成这种

意义上的剧班。

根据社会表演理论，观众也是戈夫曼理论当中的重要概念，因为行为

体表演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观众的认可。戈夫曼将表演看作是两个剧班

之间的对话，而观众和表演者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虽然社会表演存

在于两个剧班的互动当中，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展现互动的舞台设置只是

由其中的一个剧班来配置和操纵的，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剧班往往在互动过

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另一个剧班则是在对它的表演做出回应。根据这种现

象，戈夫曼就将控制舞台设置的剧班称作 “表演者”，而把另一个剧班称

作“观众”。表演者也可以称作表演剧班，它是在互动当中表现更为积极

主动的一方，在舞台互动当中起着更为显著的戏剧作用，并且为彼此之间

的对话规定了进度和方向。② 在戈夫曼看来，表演要取得成功，也就是说

剧班所要进行的印象管理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必须保证

任何个体都不能既作为表演剧班又作为观众。

社会表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照本宣科”式的行为，也就是说表

演需要剧本的指导。表演剧本是构成表演框架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一种

表演中所要遵循的“常规程序”，是在表演期间开展的并可以在其他场合

从头至尾呈现或表演的预定行动模式。③ 剧本为社会互动规定了角色，也

就是受到客观的社会集体期望的制约的社会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剧本代

表了社会结构对于个体行动者的客观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剧本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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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它限制并且塑造了行为体的行为。按照

吉登斯 ( Anthony Giddens) 的观点，行为体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

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也就是说社会

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

又是它的结果。① 从剧本作为关于行为体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的意义上来

讲，它同社会行为实际上就具有这种相互构成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

面行为体根据剧本塑造的行为期望来采取相应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人们的

行为也在重塑着剧本，从而使剧本更加符合行为体自身的特性。不过，戈

夫曼关注的重点是微观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他而

言，两个行为体或者说是表演剧班和观众之间的社会表演过程实际上仍然

是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微观社会互动，在这里他并没有更多地关注结构因素

对于社会表演的影响。

根据戈夫曼的观点，剧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可以产生一种对

于行为体行为的“剧本期望”，即对于各种社会位置上的角色的行为的限

定。② 个人作为社会生活舞台上的演员，是由社会所塑造的。社会体系就

像一个隐藏在个体背后的 “剧作家”一样，约束着行为体的行为，而任

何个体都不能脱离这个既定的 “剧本”的约束。戈夫曼在这里使用剧本

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比喻，它在现实当中所指涉的是角色扮演所依据的社

会规范和人们对角色的期望，它表明每一个作为社会舞台上的表演者的个

体的行动都是受到社会体系这个 “剧作家”预先写好的 “剧本”的约束

的。③ 根据这种理解，可以将戈夫曼所谓的剧本看作是同时建构了行为体

的身份和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剧本，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舞台上的表演

者了。这种观点同建构主义对于国际规范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建构主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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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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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规范就是对于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理解，它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

和利益，而不是仅仅限制行为。① 奥努夫 ( Nicholas Onuf) 则指出，规则

或规范的作用在于定义实践，它同时具有限制性和构成性的特点。② 很明

显，剧本就具有规则或规范的特性，它制约了社会表演行为，并且构成了

社会表演得以发生的大框架。有了这一大框架，行为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图在舞台上进行各种社会表演。

事实上，戈夫曼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同国际关系研究产生共鸣。

例如，戈夫曼的社会表演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互动，因为人际间的互动实

际上就是以个人运用符号的能力为出发点的。在处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时，人们常常会运用各种符号来布置自己的舞台，如使用各种道具等，以

便达到印象管理的目的，即通过自己努力的表演使自己以符合人们的期待

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③ 在国际关系学界，部分学者运用米德 ( George

Hebert Mead) 的符号互动理论来进行研究。根据米德的观点，人们的行

为不是由外部的环境压力所决定的，因此不是像行为主义所描述的那样仅

仅是刺激—反应模式。同时，行为体在符号互动当中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

于他者的行为做出反应，而是会做出一种延迟的反应，通过这种反应他们

可以通过他者的视角来进行反思和采取行动。④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表明社

会结构并不排斥施动性，而是将它看作是符号互动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

正是由于行为体内嵌于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它们才有能力进行反思和施展

它们的施动性。因为符号互动论的主要关注点同样是微观的社会互动，因

此它得到戈夫曼的借鉴。

戈夫曼将社会表演看作是一种戏剧行为，一种印象管理行为，这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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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承认了个体在社会上的行为都是有意图的，甚至是虚伪的，个体是在

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从事社会活动，而这也是他的理论最受到非议的地

方。倘若真如戈夫曼所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戏剧表演行为一

样，就会将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看作是虚伪的行为，而这对发展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是不利的。① 如果将这种看法延伸到国际关系研究

中，就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产生不可能有真诚的友谊和合作的悲观主义观

点。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明，社会环境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多变，因

此单纯地使用戏剧理论来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

其他的社会学理论。如果过分强调戏剧行为，就会使社会互动带有一种悲

观主义的色彩。不过，戈夫曼创造性地将戏剧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当中，

推动了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也被许多其他学科———包括国际关系学———

所借鉴。

二 社会戏剧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推动

戈夫曼的社会戏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实践理论，强调的重点在于行为

体在社会舞台上的实践活动。因此，将戈夫曼的理论带入国际关系研究当

中，实际上是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交织在一起的。阿德勒

( Emanuel Adler) 和波略特 ( Vincent Pouliot) 提出实践具有以下五个特

点: 第一，实践是一种展现或表演; 第二，实践倾向于是模式化的，它总

体上反映了时空中的特定规则; 第三，实践或多或少具有社会性，并且可

以得到认可，也就是说，实践的效果不是内在的，而是要在社会关系中来

体现; 第四，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 第五，实践将话语和物质世界联系在

一起。② 在这里实践的核心含义就是所谓的展现，即戈夫曼所谓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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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种社会性意味着公众和观众可以评价实践活

动，而这更贴近于戈夫曼在阐述社会戏剧理论时所表述的实践概念。同

时，根据戈夫曼的思想，社会表演应当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通过各种语言

符号或替代物所给予的明显的表达; 另一种则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的隐

含意义。① 戈夫曼本人实际上更强调后一种表演，这是因为相比于语言，

这种通过行动流露出来的含义往往更加贴近于行为体的真实意图。

不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两种表演应当是同等重要的。语言本身

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因此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社会表演。阿德勒和波略特

指出，从两个意义上讲，实践需要依赖于语言而存在: 第一，语言可以维

持主体间性，并因此将施动者、结构和过程以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联

系在一起; 第二，语言不仅仅是传播意义的渠道，而且本身也是一种行

动。做某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事情的能力通常是依赖于话语，因此可以将

话语看作是实践，将实践也看作是话语。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国家在国

际舞台上的表演活动或实践活动可以包含有语言活动和非语言活动两大

类。因此，本文认为福柯 ( Michel Foucault) 将实践划分为 “话语实践”

和“其他社会实践”的方法是有帮助的③，在这里除去语言行为之外的所

有其他活动都可以归入其他社会实践当中。福柯的思想的另一个借鉴意义

在于，他指出话语实践是一种政治实践，通过其主体得以产生。④ 受福柯

的思想的启发，本文认为需要通过福柯的视角来看戈夫曼的社会表演理

论，也就是将社会表演看作是包含了话语行为和其他行为，并且无论是话

语还是其他行为都是具有政治性的，这一点在国际舞台上尤为明显。

在将社会戏剧理论同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方面，林瑞谷 ( Erik

Ｒingmar) 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他从社会戏剧理论出发，将国际关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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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一种类似于舞台的环境，是一个世界舞台 ( world stage) ，而国家和

其他各种行为体则在世界观众面前进行互动。通过这种舞台模拟，就可以

通过对比国家在各自舞台上的表演来比较各种国际体系，而这种表演则展

现了各种体系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在林瑞谷看来，中国清王朝时的中华体

系、德川家族时期的日本体系以及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可以通过分

析各个主角在其舞台上的表演来进行比较。① 在这种比较当中，研究者就

像其他国家一样坐在剧场里观看着这些国家所呈现的表演。研究者从中可

以了解到每一种体系被理解的方式、约束和指导行为体的规则、体系中的

权力分配模式和空间定义方式等，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体系得到承认的条

件。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了解各种国际体系，

并且指导当今的国家行为。

为了进一步澄清他的理论，林瑞谷提出了一些理论工具来帮助理解这

种舞台表演。国家的舞台表演需要框架、台词、剧本和表演。② 框架类似

于舞台布景，它框定了一些东西，也就是通过周围的环境衬托出一些东

西。也可以将框架理解为是一种背景，一些行动随后会在这些背景中发

生。例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框架就是无政府状态，而中国清王朝治下

的中华体系则是等级制。台词则提供了解释现象和行为的语言，它是一

系列相互联系的术语，通过其意义、价值和理由被归结到世界当中。林

瑞谷认为台词具有主体间性，是一种社会事实，它通过一种每一代人都

对其添加新意义 ( neologism) 的共享传统传递给我们。林瑞谷所谓的剧

本则直接借鉴了戈夫曼的思想，认为它为个体和团体提供了角色和目

标，并且为行动提供了指导。剧本让我们了解到自身和他者各自的身

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告诉我们社会中的成员被预期进行互动的

方式。一些剧本可能是非常仪式化的，没有自由解释的空间; 而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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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则可能给予行为体很大的发挥余地。表演则关注剧本得以展现和执

行的方式，它由表演者传递而由观众所接收。框架、台词和剧本都是非

个人化的工具，它们属于舞台上的所有人而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表

演则是一个行为体自身的行为。表演要成功，观众就要认同在他们面前

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将演员看成是可信的和具有合法性的。在表演过程

中，作为观众的行为体在解读发生在眼前的事件时将演员的表演转变成

话语，并且了解到他们的社会运转方式以及在约束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

所造就和再造的规则。这样，社会表演就可以使人们了解到事物具有其

意义以及社会理解其自身的方式。

在林瑞谷看来，他所提出的三种国际体系就构成了三种舞台，它们

当中各自的台词、剧本和演员都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三种国际体系都

是通过空间来框定的，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空间是领土化和原子化

的。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的领土要求是相互排斥的，国家要么对一

块土地拥有完全的主权，要么根本就没有主权。相比之下，中华体系则

是关系性的，它不强调一个国家所支配的地理区域，而是强调这个国家

同处于体系中心的国家的关系。这样，在中华体系中，主权是可以被共

享或进行功能性划分的，也会相对于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在这种体系中

最重要的是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单位本身。德川时期的日本体系

则同时具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中华体系的特点，尽管每一个诸侯国都

拥有被限定的领土，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平等关系，而

是具有等级性的关系。①又比如由于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没有预先

给定的剧本，因此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外交官的表演行为以及他们被他国

所对待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体系中，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外交官们的即兴表演以及他们被观众所理解的方式。既然外交官

所代表的是国家，那么他们就必须得到尊重，尊重他们即是尊重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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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国家。然而在中华体系内部则与此相反，存在着一整套高度仪式

化的制度，也就是说剧本是预先给定的，施动者在表演剧本时几乎没有

自我发挥的余地。例如，在中华体系内部，所有的外交官都要遵循高度

仪式化的制度，他们并不是国家的象征，而仅仅是其所在国君主的仆人

而已，因此不必得到优待。①

三 社会戏剧理论视角下的身份与承认

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社会表演，其最终目的同日常社会生活中进行

表演的个人一样，都是要求他者承认其所具有的某种身份或角色。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身份和角色都是社会性的概念，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当中。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关注的往往是角色，即 “与

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

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

基础”。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主要关注角色，或者

说是身份的角色化，也就是行为体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形来决定进入或者是

退出某一个特定的身份。③ 温特则提出了角色身份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

他所列出的四种类型的身份之一。温特认为角色身份需要依赖于他者而存

在，而不是依赖于行为体自身的特征而存在。一个人的角色身份取决于他

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遵循同拥有反向身份 ( counter-identities)

的人的行为规范，而对角色身份所依赖的预期的共享则被许多角色在先于

具体互动而存在的社会结构中被制度化这一事实所推动。④

如果从社会戏剧理论的视角来看国家身份，那么这种身份就是角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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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rik Ｒingmar，“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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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或温特所谓的角色身份。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将角色这一社会性概

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必要性，如石之瑜 ( Chi-Yu Shih) 在此基础上

区分了国家身份 ( national identity) 和国家形象 ( national image) 的概念，

并指出这种区分是在角色扮演 ( role-playing) 的基础上来实现的。在他看

来，身份是内在的，其目标在于重塑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 而形象则是

外在的，其目标在于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联系自我和他者的观众。① 根据

这种区分，身份和角色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角色更多地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而不是身份。同时，他还根据身份和形象之间的差异又区分了角色国家

( the role state) 和自我国家 ( the ego state) ，前者关注其自身的形象，并

且努力适应现存的国际规范，而后者则扮演了一种反映了内在身份的角

色，其目标是改造甚至是否定现存的国际规范。② 由于社会戏剧行为是一

种印象管理行为，它主要关注行为体的外在的形象，因此国际舞台上从事

这种行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是石之瑜所谓的角色国家。同时，石之瑜指

出国家形象是通过角色扮演来实现的，而这一点也是同戈夫曼相一致的。

实际上，关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就是关注国家的施动性问题，

而施动性则是戈夫曼所关注的微观社会互动过程的核心。角色构成了对身

份的重要的补充，弥补了单纯关注身份因素的不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的，身份是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来实现的，社会角色给予身份以意义，因此

单纯的以身份为基础的解释是不完整的。③ 同时，相对于身份而言，角色

又是一个更加社会化的概念。这是因为尽管角色是由行为体所承担的，但

它们不是由行为体所拥有的，而是这些行为体在其中行动的国际社会的文

化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对于自身所宣称的身份离开了角色扮演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家只有通过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扮演诸如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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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 8，No. 1，2012，p. 71．

Chi-Yu Shih，“Assigning Ｒ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 the Ｒ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p. 72．
David M. McCourt，“Ｒole-Playing and Identity Affi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ritain's

Ｒeinvasion of the Falklands，1982，”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7，No. 4，2011，p. 1599．



国际政治科学 ( 2013 年第 4 期)

导者”或“可靠的联盟伙伴”这样的角色来证明其特定的身份，这样才

能在国际关系中使能够证明它们的行为的身份具有意义。① 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的行为的直接动因就在于维护它们的某些特定的角色，只有通过维护

和塑造这些角色才能建构某种身份。社会行动往往是以身份为基础的，但

是这种行动需要社会角色的预先存在，这样才能同时使行动本身和潜在的

身份具有社会性意义。例如，有学者指出英国在 1982 年使用武力介入马

尔维纳斯群岛 ( 福克兰群岛) 危机就是出于维护其 “现状导向的大国”

的角色的目的，而这种角色则主要取决于遵守国际秩序的规范，以及拥有

通过军事手段来反对阿根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的能力和权利。②

同时，以角色为基础的研究又是一种关注互动过程的微观研究，而这

也是同戈夫曼的观点相一致的。部分建构主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温特区分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将其作为结构的两个层次。微观结构

就是互动结构，而宏观结构则是所谓 “多重可实现结果”的结构。③ 温特

主张将两个层次的结构进行合成，因此他认为有必要结合结构化理论和符

号互动论来进行研究。事实上，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符号互动论本身就是

社会表演的基础，社会表演实际上就是传递各种符号的过程，而社会结构

( 即温特所说的宏观结构) 在社会表演中也有所体现，这主要反映在前文

所说的“剧本”这一概念上。温特本身并没有研究剧本在国际关系中的

作用，但是其他一些更加倾向于后结构主义立场的学者则对此进行了研

究。剧本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是一种叙述，它塑造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

所扮演的每一个具体角色。

同社会表演相比，作为剧本的叙述更侧重于话语实践方面。社会表演

本身同话语就是密不可分的，林瑞谷指出在被动的结构同主动的施动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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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当存在着一种过程，而话语在这些过程中被激活并且成为公共或私人

交往的工具，他将这种过程叫做“话语语用学”(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

并且认为社会表演就建构了这样一种语用学。① 实际上，对于剧本的分析

就是一种文本分析，它的特点在于同时分析建构了人类、地点和行为模式

的世界的叙述实践，以及给予特定的叙述模式以地位的社会实践网络。②

从这方面来看，叙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践行为。不过，从后结构主义的角

度来看，尽管叙述是一种限制和塑造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但是它是由话语

所建构的，因此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后结构主义指出，叙述实际上

就是一种通过其国家的国家性从一个关系网络中得以产生的机制。③ 叙述

的本质就在于国家讲述了一种关于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国家对于

自身的包装，因此它就是一种印象管理行为。国家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是

一种有意图的国家建构行为，对此，有学者提出使用安德鲁·阿伯特

( Andrew Abbott) 的“结合” ( yoking) 概念来表明这种意图性。结合就

是将两个或更多的原初边界联系起来，以便每一边都被看成是内在于同一

个实体的。④ 这种联合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因为不同的场所之间的差异

性取决于文化互动，但同时这又不是一种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行为，而是

一种具有主体间意义的行为。⑤ 根据这一概念，结合伴随着关于实体的故

事的形成和循环，而这些故事则将活动和差异性重塑为一个特定国家的建

构的一部分。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剧本的意义在于它在同实践的互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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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中为国家塑造了一种特定的身份。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

后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活动时，在不断的融入、学习、借鉴和创新的过程

中形成了新剧本，从而塑造了自身的新身份。①

剧本本身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它所讲述的故事则建构了人

们所处的世界。对此，林瑞谷提出了一种“行动的叙述理论”( a narrative

theory of action) ，指出我们是通过自己讲述的故事来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

世界有意义的，我们同时也是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行动的。在林瑞谷看

来，对叙述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新理解自身的利益，而且将个体和

国家放在了一个更加可接受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同时，叙述提供给我们一

种因果机制，通过其分离的思想领域可以被联系到动态的行动领域当

中。② 事实上，承认剧本的作用就在于承认了社会世界同自然界的不同，

这种不同之处就在于社会世界具有意义。这种意义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

分开，同时构成了有意图的 “行动” ( action ) 和无意图的 “行为”

( behavior) 之间的差异。在世界上，只有人类能够具有目标、目的和意

图，因此也只有人类具有行动的能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为自身所制定

的剧本、所讲述的关于自身的故事和所进行的舞台表演都是有意图的

行动。

在林瑞谷看来，叙述是通过比喻 ( metaphor) 来进行的，而比喻则是

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来描述我们所不熟悉的事物。但是单纯的比喻还不能

构成叙述，因为比喻仅仅是描述了在一个特定时刻的事物的状态，而社会

生活却是动态的。在国际关系当中，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不能用静态的视

角来观察，对于国际关系的叙述也必须是动态的。因此，要使比喻具有意

义，还需要为它添加一个时间维度，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叙述。离开了

这种时间维度，比喻就仅仅能够构成 “解读”( interpretation) 而不是叙

述。如果要将这种时间维度添加到比喻当中，就需要将描述了事物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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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状态的比喻按照时间顺序联系在一起。林瑞谷指出，将比喻编成序

列并且组织围绕着它们的生活的连续性，就是将解读转变成叙述的形

式。① 不过，这种从比喻到叙述的转换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之，这是因为每

一个比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可以在一个等级化的体系当中找到它的

位置。在这种等级体系中，存在着基础比喻，以及根据它们衍生出来的比

喻。在日常谈论事物的时候，人们往往可能只关注那些衍生出来的比喻，

但是由于这些谈论都是以先前存在的比喻为基础的，因此人们也会追溯到

那些基础比喻当中。

人们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采用不同的语言来塑造剧本，以此达到特定的

目的。正如林瑞谷所言，比喻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叙述来表达，因此我们

可能通过讲述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故事来维护同一种比喻，而讲述哪种故

事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② 从叙述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国家的决策者就是

讲故事的人，因此这些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文本间关系。对于

文本间关系而言，叙述事实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将国际间关系文本

化意味着: 第一，事实受到了叙述模式的支配; 第二，叙述不是对世界的

事实性的描述，而是在制造事实性。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在建构剧本

的同时就建构了国家间的关系。林瑞谷归纳了常见的四种对国际关系的叙

述类型: 浪漫型、悲剧型、喜剧型和讽刺型，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描述往

往是建立在这四种类型之一的基础之上的。④ 对于同一个国际关系事件，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叙述。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

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就主要采用浪漫型的叙述，把萨达姆·侯赛因描述成一

个危害地区安全的暴君，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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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侵犯他的邻国，压迫国内的库尔德人，并且采用野蛮的压迫手段对待

自己国内的人民。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民主和安全，这个暴君必须被清除

掉，而美国则是清除这个暴君的英雄。① 相比之下，很多反战人士则采用

了讽刺的叙述方法，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构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将战

争的起因归结为小布什政府的贪婪。同时，这种叙述还展现出所谓的

“英雄”也在秘密地同敌人进行合作，因此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

菲尔德同萨达姆挥手的照片和将小布什家族同本·拉登联系起来的传闻都

是这些人很好的讲述故事的工具。② 与此相类似，支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的剧本是悲剧型的，在其中国家是悲剧性的英雄，它们为争取和平而奋

斗，但是总是造就了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支配中华体系的剧本则

是喜剧型的，它将世界看作是和谐的，只是由于存在着误解或愚蠢的行

为才导致了国家间的冲突; 一旦误解被消除，美德得以建立，国家之间

就会实现和平。③

因此，在国际事务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不是对于某

一种事实的分歧，而是不同的叙述结构之间的分歧。对此，林瑞谷指出了

叙述当中经常存在着的三种现象: 第一，关于世界政治的本质可以讲述许

多不同种类的故事; 第二，这些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相容的; 第三，

这些叙述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行动日程，以及完全不同的道德命令。④ 对于

讲故事的人而言，世界的本质是怎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方

式。要使自己所讲的故事能够成功，能够吸引观众，就需要选择一个合适

的叙述类型。不过，叙述仍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因此不能将它看成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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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完全的虚构。对此，有学者在研究叙述中的虚构和事实的关系时指出，

虚构需要同事实交织在一起，作者们不能完全凭借自身的意志来安排情

节。叙述传递了一些真理和事实，但是这些真理的可信性以及事实的真实

性是由施动者根据他们的主体间理解来判断的。① 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叙

述并不是像文学创作那样是完全基于虚构的，而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

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国际关系世界仍然是一个真实

的世界。

剧本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国家施动者提供了适当的身份 ( 角色 ) 以

及追求这些身份 ( 角色) 的适当的表演方法，而这些表演能够取得成

功，国家能否获得它想拥有的身份，最终还是取决于他者的承认。这

种承认既是对于国家所建构的剧本的承认，也是对国家为获得一种特

定身份而在国际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的承认。这也就是表明，剧本并

不是完全凭借一个国家自身的偏好所设立的，而是处于一个更宽泛的

主体间结构之中，而这也就符合了戈夫曼将剧本看作是对行为体的行

为的结构性制约的观点。剧本和表演都必须得到观众的认可，因此观

众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主体间结构。不过，本文认为有必要扩展一下

戈夫曼的观众概念，因为它仅仅是指同表演剧班相配合的另一个剧班。

戈夫曼的另一个概念———局外人———在这里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所谓

的局外人就是指处于前台和后台的区域之外的人。② 本文认为，局外人

也是观众的一部分，也在观察着国家施动者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也会对

国家的身份做出判断。如果将戈夫曼所谓的同表演剧班一起进行表演的另

一个剧班 ( 即戈夫曼所理解的观众) 视为 “有意义的他者” ( significant

others) 的话，那么局外人则是“总体化的他者” ( generalized others) ，他

们对于国家表演的成功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相对于其承担

角色的客体可以从几个相对较少的有意义的他者转向更多的总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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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① 例如，中国在中日钓鱼岛纠纷当中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就在其他

同中国有类似争端的国家 ( 如越南和菲律宾) 当中塑造了一种身份，而

这些国家则通过对中国在中日争端中的表演的观察来理解中国的身份和同

它们处理类似问题时可能会采取的行为。与此类似，日本也可以通过观察

中国在中越或中菲领海争端中的表现，来判断中国在中日争端当中可能采

取的行为。如果再把范围扩大，那些远离中国、同中国没有领土或领海纠

纷的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中国的表演了解到中国的立场、态度乃至身份，

并决定其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这样，即使是同某一个有意义的他者的表

演行为，也会受到更多的总体化的他者的关注，并且最终塑造那些总体化

的他者对于该国身份的理解。

作为身份的社会性一面的体现，他者的承认是身份赖以存在的基础。

当前已经有学者从戈夫曼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问题，并认为这

是导致国家间战争或和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积极的意义上，承认就是通

过一个行为体的自我宣称的形象和其他行为体所反馈的形象之间的一致性

所建构的一种主体间关系。如果没有得到承认，则意味着其他行为体所持

有的对于一个特定的行为体的形象要低于这个行为体所自我宣称的形象，

而这就会导致该行为体感到羞辱，而这可能就会引发该行为体做出敌对性

的行为。② 导致国家对承认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拒绝承认

同一个国家保存一种积极形象的心理需求相违背，因此会带来巨大的心理

成本; 第二，承认有助于获取物质利益，这是因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一方

并不一定就具有更多的象征性权力，从而使弱小的一方有可能通过占据一

个更高的道德位置来补偿它们的物质不足。正如戈夫曼所指出的，强大一

方的“污名”对于弱小的一方而言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提高弱小一方

的道德位置。在国际关系当中，弱小的国家则通过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来

041

①

②

Sebastian Harnisch，“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Ｒ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 8，No. 1，2012，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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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强大的一方遵循自己的意志，因为如果强大的一方不这样做的话就会

失去颜面，正像卡扎菲在 1999 年迫使美国遵循自己的要求一样。①

如果承认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国家间的冲突就可以得到避免，而这就要

求一个国家必须为自身设定合适的剧本。如果所设定的剧本不合适，或者说

剧本中所体现的身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

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对此，林德曼 ( Thomas Lindemann) 指出，高傲的身

份可能会成为战争的原因。所谓高傲的身份，就是一个国家希望国际舞台上

的其他国家承认该国具有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认可的。②

这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前希特勒对于德国的描述———他将德国的

身份描述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拥有种族优越性———而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不

可接受的，德国的这种傲慢的身份就是理解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③

国际关系中往往存在着多种观众，而要获得这些观众的承认，就往往

需要有不同的行为，讲述不同的故事，这也是上文提到的人们会采用不同

类型的叙述的原因。不同的叙述往往是针对不同的施动者而言的，因为我

们所能够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身份最终是由我们的故事的观众的反应所决

定的。④ 在面对不同的观众的时候，人们通常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传递信

息，并且寻求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说服不同的人，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则是

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身份取决于他者的承认，我们需要他者承认我们是

像我们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描述的那样的人，只有通过了这种以他者为中心

的测试，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身份。⑤ 可以观察一下“9·11”事件之后的

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反应，当时萨达姆认为“9·11”事件是由美国领导人

141

①

②

③

④

⑤

Thomas Lindemann，“Peace Through Ｒe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sis，”pp. 70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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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并且是唯一一个没有谴责袭击的阿拉伯领导人。正

是萨达姆的这一做法侵犯了美国的身份、权威乃至国家尊严，成为日后美

国对伊拉克动武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相比之下，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

的表现就要冷静得多，当时肯尼迪总统坚持承认古巴的领土完整，并且坚

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同苏联就对古巴实行武器禁运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

味着谈判的双方是平等的伙伴，而不是一方高于另一方。② 美国的这种做

法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苏联的大国身份，从而推动了危机的和平解决。

就一国本身而言，它要获得其他国家对其身份的承认，就需要采取同

剧本或叙述相一致的行为。对此，林瑞谷认为地处北欧的小国瑞典参与三

十年战争就是基于获得他者承认的愿望。当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

夫为了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增强瑞典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合

法性，要面对两种观众: 瑞典臣民和其他国家的君主。对此，他就将瑞典

描绘为一个历史久远的新教国家。作为新教国家，瑞典就应该独立于罗马

和天主教教会的权威; 它也具有特定的朋友和敌人，它的朋友是其他新教

国家，而敌人则是天主教徒。为了获得这种自己所描述的身份，瑞典就需

要保持言行一致，于是它才作为新教国家参加了三十年战争。③

当然，即使是在表面上保持言行一致，也并不能保证他者就会承

认自己的身份。林瑞谷指出，如果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没有得

到他者的承认，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 第一，放弃我们的故事和所有

的自我描述; 第二，接受他者的描述，并且承认我们对自己的描述是

不正确的，而他者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则更加合适; 第三，坚

持我们自己讲述的故事，并且使他者相信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

的，而他们则是错误的。④ 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就是第三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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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因为国家总是希望采取各种手段来使他者接受自己为自己所设定的

身份，而这往往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纷争。在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

夫·阿道夫就是选择参加战争来捍卫他和他的国家的身份的，因为在他

看来只有通过采取实际行动，他的国家才能被看成是国际舞台上的合法

的行为体，他正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迫使奥地利承认瑞典为自身所描述

的身份的。①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仍然是为了

获得承认而战。

一方面，作为一种主体间意义上的结构，剧本塑造并且限制了一个国

家所可能具有的身份和可能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观众的承认也是身份

或角色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样看来，国家施动者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或

者说是采取一种叙述来建构一个剧本，在这个剧本中体现了该国希望自己

具有的身份。但是它塑造的剧本和这种剧本所体现的国家身份要想具有社

会意义，就必须得到观众的承认，观众在这里既需要承认一个剧本本身的

合理性，也需要承认剧本中所体现的国家身份的合理性，因此观众是国家

身份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这就是从社会戏剧理论当中所推导

出来的国家身份形成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国家施动者、剧本、国家身

份或角色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国家身份形成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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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社会戏剧理论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看作是一种印象管理，其目

的就在于向他者展现特定的角色或身份，从而获得他者的认可。从实践上

来说，这种理论对于理解国际关系而言具有指导性意义，因为国际舞台上

的国家的活动都是有意图的，国家也都希望在他国面前建构起特定的形象。

但是，如果单纯关注社会表演，则可能导致对国际社会的悲观理解，因为

这种表演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国家总是会隐藏其在表演背后的真实面目，

正像戈夫曼注意到人们在前台和后台的表现有所不同一样。芬尼莫尔

( Martha Finnemore) 注意到，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采取欺骗 ( hypocrisy)

行为来规避约束，即在表面上宣称遵守规范的同时事实上却在违反规范。①

毫无节制的欺骗行为会对国家间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破坏对一个国家的

尊重和敬畏，并且削弱一个国家在其基础上合法化其权力的价值，因此这

是需要避免的。

不过通过借鉴这种印象管理的手段，国家也可以更好地塑造其形

象，从而有助于该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开展活动。当然，本文认为

国家的印象管理行为不应当是一种虚伪的行为，而应当是建立在国家

的真诚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在研究中要结合多种理论，除戈夫曼

的社会戏剧理论之外，还应当关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因为它

要求规范具有正确性和主体具有真诚性。② 语言学家约翰·塞尔 ( John

Searle) 也提出了语言中的 “真诚性”的问题，所谓真诚性，就是指说

话人打算去做他所承诺的行动。③ 在塞尔看来，真诚性是语言的重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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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World
Politics，Vol. 61，No. 1，2009，p. 61.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 16 页。
John Searle，Speech Act: An Essay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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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之一。部分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学者也提出，通过遵循 “普遍尊

重原则”和 “平等互惠原则”来建立起哈贝马斯式的 “理想语境”

( ideal speech situation) ，从而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① 这些都对戈夫

曼的社会戏剧理论构成很好的补充，弥补了其过于强调表演的虚伪性

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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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 New York: M. E. Sharpe，Inc. ，2001)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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